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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大叙事”到“微观细描”

——辛亥革命前的“巨变和新生”

田茂刚

（陕西省南郑中学，陕西 汉中 72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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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教材叙事，往往以宏大为主，有些问题若不厘清逻辑、呈现细节，学生往往不知其所以然。一直以来，笔者对日常生活史颇为关注，认为将宏大叙事与微观细描结合，有助于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源于学生对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等问题的质疑，以日常生活史为依据，搜集相关研究成果，围绕“辛亥革命前的‘巨变和新生’”的主题，重构教学设计，并从“细节见整体”“边缘见主流”“底层看上层”“个体看社会”四个方面进行思考，以期更好地促进历史核心素养在课堂中落实。
一、研究缘起
一日，笔者在讲解人民版教材《辛亥革命》时，学生提出若干疑问，大致如下：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事件之一，教材对其背景知识却介绍寥寥，是否给人一种空洞说教的感觉？

教材说，“黄花岗起义中，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加速革命进程的发展”。 
黄花岗起义是1911年4月27日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的一次武装斗争，地点发生在广东省广州市黄花岗。由于起义军内部沟通不当，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战争持续3天，除黄兴逃离，其余起义者基本覆没。这次失败的起义，是如何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起义失败的消息如何迅速传到了中国各地？当各地人民听到这个消息，是否全都是斗志满满，会有惊恐抑或淡漠的情绪吗？
教材还有一处表述存在类似的问题，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到十一月下旬，全国有十几个省区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
武昌起义后，各省真的都纷纷响应吗？辛亥革命中心为何在湖北，革命进程发展和思想传播何以如此之快？这种“土崩瓦解”是否具有普遍性？
面对学生的质疑，笔者非常高兴，恰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我的学生已初步具有问题意识，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细思学生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辛亥革命前期各区域信息的交流；二是辛亥革命前期人们对革命的态度；三是辛亥革命在武汉成功爆发的条件。   
产生质疑的原因有三：一是教材缺乏日常生活史角度的史料，历史史实与学生现实生活之间难以产生对话；二是教材叙事线索单一，缺乏不同时空下的史实比较论证，侧重主要事件，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在演变展示不足；三是关注主流群体，忽视边缘化事件和人物的影响。基于此，笔者认为，要理清楚辛亥革命前的“巨变和新生”，最直接、有效的资源就是研究这一阶段“人及人的社会关系、意识观念等的变化”。
 “人是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研究辛亥革命更应该把握“人”这一主体的变化，而与人相关的就是日常生活的演进。因此以日常生活史理论为基础，研究辛亥革命前期民众社会生活的整体变迁、研究不同区域的人们的行为表现、研究不同人物矛盾的思想观念，可能有助于理解教材的知识、彰显人文主义的精神。
二、理论阐释
什么是日常生活史？杨建华先生认为：
日常消费活动是日常生活世界最基本的层面，主要包括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宗旨的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得与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重点体现在日常社会活动，主要以杂谈闲聊、礼尚往来、情感交流、游戏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日常观念活动是一种非创造性的、以重复性为本质特征的自在的思维活动。它包括传统、习惯、风俗、经验、常识等自在的日常思维
。 
立足杨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将日常生活史理论引入历史教学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核心，关注生活的“日常性”。“人性”从某种程度来说，都具有相似性，但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范畴内，人会带有不同烙印。研究人的消费方式的变化，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能够看到该区域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程度的变化；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变化，如交往人群、交谈内容、学习方式等，能够洞察到时代主题和主流力量的变化。二是坚持‘综合性’的原则，要在单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探索。就学生质疑的问题而言，学生看待历史问题具有单一性，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如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农村经济产生冲击，城乡之间的差异都会成为社会整体演进的影响因子。一个人的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看似对社会影响不大，但从长时间界限看，它或许成为一股主流力量。布罗代尔曾在其《地中海》一书中提出时段理论。长时段：即结构和传统在某种程度上静止不动的时间，它以变化及其缓慢、时间跨度很大为基本特征；中时段：即位于中间的“局势”层面，很少长过几代人。它以节奏较缓、周期变化为特征；短时段：指的是传统的历史学领域中的一些突发事件，如革命、战争等，它瞬息即变，一掠而过。辛亥革命前期中国的社会结构、思想结构、经济结构等本质上属于长时段的演变，辛亥革命就是一个短时间的历史事件，转瞬即逝，但长时段积累的社会变化已经产生，因此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因此，在教学设计中不仅要探究辛亥革命前物质生活的显性变化，更要探究社会组织结构的隐性变化。
如何在日常生活史视域下对辛亥革命前的“巨变和新生”进行教学设计？笔者认为研究课标是前提，基于课标的教学立意是灵魂，史料是重要补充。《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就“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和救亡图存”专题做出如下要求：认识列强侵华对中国的社会影响，概括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事迹，理解其性质和意义；认识社会各阶级为挽救社会所作的努力及存在的局限性。加之前面已经明确学生质疑，为了解决问题，笔者围绕辛亥革命前的“巨变和新生”，从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反射、《申报》广告中的生活折射、留学生籍贯下的行为映射、通讯传媒背后的信息影射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三、教学落实
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反射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 “综合性”角度出发，笔者展现黔西南、湖北武汉和江苏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的相关史料，构成西部、中部和东部的比较研究视野，从空间上帮助学生理解辛亥革命前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发展状况和思想观念的开放程度。
材料一：辛亥革命前，黔西县石板乡200多户苗族农民中，每年秋收交租后，粮食够吃一年的只有1户，够吃3个月的只有4户，其余人家则不到两个月即断粮，要靠野菜充饥，200多户人家竟无1户有棉被，盖的是秧被，穿的是破烂麻布衣，有130多户人家不得不以山洞为家。                           
  ——《贵州黔西县石板金坡两乡社会经济调查》

材料二：1907年，汉口铜币局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定额罢工，1909年汉口染业工人为保卫自己的生活权利罢工，1909年丰顺、阜昌、兴泰等外资企业八九千工人为反对工头盘剥、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1910年汉口谌家矶扬子机器公司工人为反对侮辱和压迫而罢工。
——梁家贵《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

材料三： 江苏的工场手工业在全国也处于较高的水平。以最重要的手工棉织业为例，在1899—1911年间，江苏开设的手工棉织工场数量接近全国的一半。
——周志初《辛亥革命前江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特点》

观察材料可知，贵州黔西县、湖北汉口、江苏三个区域经济上差异巨大。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对比可以反射出三个问题：

一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不仅内部结构不平衡，而且地区分布也不平衡；二是不同区域人们思想解放程度不一。江苏地区开设手工工场实行实业救国，汉口地区人民维权意识明显，通过选择罢工方式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保障人身安全，黔西地区保持传统生产方式，缺乏突破现状的动力；三是晚清社会潜伏着诸多危机现象和社会变革力量。江苏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促进工场手工业资本家队伍的壮大；汉口地区的工人运动可视为武汉民主革命的先声。黔西地区，长期高压的生活压力对人民心理健康发展会存在一定不利影响，随着各区域革命思想的传播，黔西地区的暴动只是时间早晚之事。

（二）《申报》广告词的生活折射
《申报》创刊于1872年，内容“既刊登军国大事，也刊闾阎琐闻；既有生意行情，又有吃喝玩乐”
，被称为“中国的泰晤士报”
，读者群体是上海普通市民，尤其是底层的商业从业者，具有消费娱乐和生活指南的双重功能。《申报》共生存78年，作为上海和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它的广告量也相当大，且涉及的商品和服务无所不包，从而参与建构了近代上海市民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其记载信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笔者以1910年12月15日《申报》两版广告统计楔子，意在说明辛亥革命前期社会变观察中西文明的融合趋势（表1）。

	国家
	广告主题
	方式和内容
	国家
	广告主题
	方式和内容

	英国
	汇通保险
	招购保险
	英国
	仪器设备
	招购设备仪器

	日本
	三井保险（水险、火险）
	招购保险
	外国
	保裕享茂洋行
	招购

	英国
	自来火
	招购产品
	外国
	滋补树皮丸
	招购药品

	英国
	制造汗衫的机器
	招购、登门指导
	英国
	润肺止咳药、粉蜜
	招购药品

	外国
	补血圣药
	招购产品
	山东
	博山玻璃公司
	社会公开招股募股

	外国
	卫生名酒
	招购产品
	中西联营
	上海五洲大药房
	联营销售药品

	英国
	火险
	招购保险
	中国
	治痰止咳药
	招购药品


（1910年12月15日《申报》广告统计
）
展示这份广告统计，可设置两个问题。一是该份广告统计有何不足之处？二是这份广告统计折射出的生活现实是什么？分析第一个问题，主要培养学生的史料鉴别能力。该广告统计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呈现地区来源，内容中“外国”表述不清楚，不能直观地看到某个区域的生活变化。但这份广告统计也有合理之处，能够局部反应出中西企业的竞争态势，可以引导学生从来华国家国籍折射清末政治环境变迁，从广告主题内容观察思想观念变迁。
从广告中所涉国家看，有英国（6处）、日本（1处）、外国（4处）、中国（2处）、中西联营（1处）等。清朝统治下，西方资本输出加剧，从广告统计来看，1910年中西之间的联系加强；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前期英国经济实力仍然强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对广告宣传重视不足。
从广告主题内容看，主要有保险、补品、酒器、洋行、药物、机器等。笔者认为，这可以论证中国人民对西方物品的观念逐步发生变化：保险是财产意识的体现，补品是健康意识的体现，洋行是理财意识的体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民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中西交流频繁。前面我们曾学习到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外商企业丰厚利润的诱导，《申报》广告中展现出的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外商企业，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能激发民族企业家的爱国热情，如甲午战后，大批爱国人士纷纷投资设厂，促进了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形成社会变革的新的主流力量。
留学生籍贯下的行为映射
	1908—1911年各省留日毕业学生籍贯分布统计表


	省份
	官费
	自费
	其他
	总计
	比例
	省份
	官费
	自费
	其他
	总计
	比例

	湖北
	243
	166
	4
	413
	13.91%
	云南
	58
	21
	0
	79
	2.66%

	江苏
	120
	206
	4
	330
	11.11%
	山东
	42
	24
	0
	66
	2.22%

	浙江
	142
	175
	0
	317
	10.68%
	河南
	26
	7
	0
	33
	1.11%

	四川
	87
	210
	5
	302
	10.17%
	陕西
	19
	8
	0
	27
	0.91%

	湖南
	138
	100
	2
	240
	8.08%
	满洲
	5
	0
	0
	5
	0.17%

	广东
	76
	136
	0
	212
	7.14%
	甘肃
	2
	0
	0
	2
	0.07%

	直隶
	108
	57
	1
	166
	5.59%
	吉林
	1
	0
	0
	1
	0.03%

	奉天
	61
	23
	0
	84
	2.83%
	蒙古
	1
	0
	0
	1
	0.03%


1863年，李鸿章上奏折说“选派留学生,实在是中国自强的根本”。此后，留学生逐渐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主流力量，很多历史事件都与之相关。研究留学生群体的籍贯，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窥测某一区域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思想解放程度。下面笔者以1908—1911年期间留学生群体的籍贯和留学生生活困惑进行论证。
观察表2可以发现：1908—1911年间湖北地区留日毕学生最多，西部地区的陕西、甘肃，东北地区的满洲、吉林和蒙古地区人数相对较少；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广东、浙江自费留学生大于官费留学生；西南区域的四川现象最为特殊，自费留学远远大于官费留学生。云南地区留学生总数远远大于河南、陕西和甘肃、吉林等地。

从上述现象可推断：一是近代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反映了近代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如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留学人数偏多；西北和东北经济欠发达留学生人数偏少；二是地方督抚的思想开放程度及其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影响各区域留学生的数量。如张之洞经营武汉，大兴实业和构建交通网络，促进了武汉经济的繁荣。这些留日知识分子使得武汉地区文学风气盛行，为新思想的传播和武汉成为革命中心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氛围。相对西南其他地区来说，云南当局之所以重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与巡抚林绍年有一定关系。他曾说：“滇省僻处边隅，民智未开，自上年开办学堂虽中西并授而教习颇难，其选教法程度亦未尽合宜，各厅、州、县尤难遍及，叠经臣筹款陆续选派员生资潜出洋前赴日本游学，并学习速成师范，以期作育人材”
。四川省留学开始时间相对较晚，主要是在清末新政期间，当时四川都督奎俊认为“本省设学堂难满足急需，不若就学彼国之易于精进也，派知府李立元带队赴日本国家公学堂肄业3年”
；三是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的意识在逐步增强。如1908—1911年间留日学生以官费留学为主体，自费留学数量也颇多，同时各区域基本都有留日毕业生分布；四是留日毕业生的籍贯数量的多少可以从侧面解读1911年4月在广州掀起的黄花岗起义，1911年6月—9月四川掀起的保路运动，1911年10月，武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出现的必然性。

以上分析主要阐释留日学生群体反映出的经济发展和整体思想开放情况，那么就留日学生生活而言，他们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呢？李喜所说“近代留学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浓厚的政治意识、文化交流的逆差性和文化选择的多元性、‘不中不西’的双重文化人格”。
我们可以以秋瑾为例，观察之：
肤色白皙，眼睛细长，体格稍瘦。上身着黑色和服单衣，下身穿着当时甚为流行的紫色裤裙。缠足，日本式的束发，莲步璃跚，每日往来学校，不曾缺欠。
——松本龟次郎《中华五十日游记》

秋瑾身穿和服和流行裤裙，仍然缠足，其装束形象既有对传统的保留，也有对日本文化的吸取，反映出留学生在中西文化交流时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从性别来看，秋瑾作为女性留学，说明传统教育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侧面反映出一些中国人要求改变传统的愿望，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四）通讯传媒背后的信息影射
为了进一步解释清楚革命信息的传播和各区域纷纷起义问题，笔者觉得有必要展示辛亥革命前期的信息传播情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问题，不仅仅局限在交通工具上，还在于通讯设施上。
材料一：大公报统计，1905年至1911年，全国共创办报刊933种，其中上海214种，华南124种，江南102种，湖广65种，西南53种，华北168种，西北15 种，东北50种。
——李仁渊《晚清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

材料二：广州地区的邮局，1902年从11个城镇的9个邮局及其23个邮政代办所，增加到88个城镇的21个邮局及165个邮政代办所，1903年，又增加了32个城镇和乡村，其所处理的邮包达2万件。1907年8月开始利用粤汉铁路第一段运送邮件，1908年开设了112个邮政代办机构，邮递物品从1290万件增加到1820万件。
                                    ——《粤海关十年报告（三）（1902-1911）》

材料三：据1907年邮传部统计，上海电政局所辖电报线路里程38000余里，1908年增至41000余里，1909年增至42000余里，1910年增至44000余里。至各省官办电报线路里程，1907年36000余里，直隶、广西尚不在内；1908年49000余里，1909年53000余里，广西尚不在内；1910年不详。1911年各省官电收归部办，均由上海电政局管辖。是年，电政局所辖电报线路里程连收归各省官办的电线在内共约100000里。
——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电政编》第二集

第一则材料展示辛亥革命前报刊在全国各区域的分布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出报刊作为当时主要的传媒手段，具有覆盖区域广，类型多样化的特点；第二则材料展示的是广东地区邮局设立及其邮包数量，这说明广东与各地区信息交流频繁；材料三展示上海电报的架设里程，从信息中看出区域间联系加强。从三则材料的对比中，可以解决学生质疑的“革命信息传播迅速”的问题。如果说电报是官方或者上层人士的消费，那么报刊阅读就是一种大众化消费，这从某种程度上证明辛亥革命前期中国各区域之间都是大的社会联动。正如《苏报》的调查所言：“如官场阅报，或阅各处新闻，以资谈助，或探他省行政，有所仿循；如商家阅报，亦为新闻行情起见；如文士阅报，不能一体视之，有阅报以新文字以资抄袭，仍无实受其惠，其果能实行者，实不可多得”
。
综上可知，辛亥革命前的“巨变”体现在：从铁犁牛耕到工业生产——不同区域的经济反射；二是从土货为主到土洋并行——《申报》广告的生活折射；三是从固守传统到精英引领——留日学生的行为映射；四是从耳目闭塞到通讯进步——报刊电报的信息映射。这一系列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责任意识，促进了中西文明的频繁交流，提升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加强了国内各区域之间的联系，也催化了清政府统治内部的矛盾。由此，我们也看到了辛亥革命前的“新生”力量，留学生群体在文化领域的引领，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贡献，工农阶级在底层社会的斗争，还有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家国意识，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进步力量，推动着辛亥革命的到来和近代社会的转型。

四、方法引领
历史学研究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相互依存，宏观蕴含在微观之中，微观又展现着宏观世界。《辛亥革命前的‘巨变和新生’》教学设计旨在从微观生活入手，力求清晰呈现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巨变和革命力量的增长，下面笔者从“细节”见“整体”、“边缘”见“主流”、“底层”看“上层”、“个体”看“社会”四个方面进行教学反思。
由“细节”见“整体”
从教学问题提出来看，学生在预习中抓住细节知识，衍生出一系列的历史追问。这不仅是对教材编写的反思，更是问题意识的体现。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以黔西南，湖北武汉和江苏三个地区，试图构筑贯穿长江流域为主体的西南部、中部和东部的民众生活情况，以此说明辛亥革命初期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细节知识来看社会整体矛盾的变化。这种以小见大的分析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历史史实的能力，能够理解辛亥革命爆发具有必然性，同时能够感受到今天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这都与历史现实有一定关系。由“细节”见“整体”，既能感受到历史教学的温度又能体现出历史自身的广度与深度。

由“边缘”见“主流”
“边缘”有两层含义：“一是沿边的部分；二是同两方面或多方面有关系的”
。这从位置关系上说“处于相对中心的沿边位置”；从存在方式而言，指与两者或多者都有关系，但又不是其中任何一者的核心要素。教学过程中笔者展示了秋瑾留学日本的装束，秋瑾——一位封建末期的女性，自费前往日本留学，这是对传统封建思想的挑战。她作为留学群体中的“边缘化”代表，行为中反映出男女平等的观念。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到1911年，留学人数数以万计，那么留学生群体与中国民主革命又怎样的关系呢？周棉教授认为：“晚清留学生及其群体，就是中国最早、最直接地走向世界的先行者和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特殊群体，尤其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鼎革中，以孙中山、黄兴为首创建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同盟会，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创建了中华民国，从而标志着留学生群体登上了民国乃至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舞台”
。由此可见，晚清时期留学生群体俨然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演变，推动着中国政治从专制、等差、名教、人治到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的发展，经济上从农耕时代向工业文明模式演进。这正如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所说：“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以军事、外交、教育为甚。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中求得其姓名，……高等教育界之人员亦十分之九以上为留学生，全国重要事业无不有留学生在其中”
。

由“边缘”见“主流”，既可以指边缘事件、边缘人物体现出的主流价值思想，也可以指边缘人物和事件逐步转化为主流人物和事件。从边缘到主流，能够深刻的理解历史发展的艰难性与曲折性，更能够通过这个学习过程让学生认识到个人的价值性和使命感。
由“底层”看“上层”
底层与上层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两者之间具有互通性，底层需要什么？往往通过不同的方式向上层传递，底层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层的选择，上层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调适，逐渐地满足底层的意愿。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全国17个省份纷纷投入革命中，革命派迅速占领北京城，革命的思想及行动为何发展如此之快？这与底层人物的生活情形有关。本课教学设计中笔者展示《申报》广告词和黔西南、湖北武汉、江苏三处的经济发展情况，都是希望清晰展现社会下层的真实状态。《申报》中大部分广告词都涉及补药、养生部分，这足以可见人们对自己的关注度逐渐提升，说明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笔者认为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上层的影响就是要关注底层社会的基本生活状况。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颁布了一系列移风易俗和奖励实业发展的措施，3月又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该阶段社会上下层共同选择的一种体现。当然，鉴于时代的局限性，如何客观的认识社会上下层之间流动状态和价值选择，还需要运用时段理论和微观史学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站在“底层”角度看待社会上层，“国家上层必须回应底层脉动，寻找最佳行动方略。看似国家可以做出很多种选择，但其实选项很有限。具体来看，底层各个经济部分又会在发展过程中把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举到上层各级，使之保障自己的利益。与此对应，形成上层下层相互呼应的主张各异的政治派别。多个派别之间相互争夺政策主导权，形成各派在实力基础上的均衡合力。这种均衡合力所能允许的选择空间，就是国家的现实能动空间”。


。
由“个体”看“社会”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由此可见，个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社会是个人的社会。教学设计中，笔者展示了报刊、邮政、电报的数量，这看似是个体现象，实际是社会现象。通讯设施的增多和完善说明人民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度提升，也说明社会整体文化的进步。前面叙述的秋瑾案例，这虽是个人的生活现象，然后却蕴含着社会趋势的变更。    
站在“个人”角度看待“社会”，不仅在于理解“个人”的基本生活模式，而且可通过个人来反映社会大趋势。因此在教学设计过程中，不要忽略细节知识问题。回顾学生的三个问题，其实都是个体事件，然而把这些问题链接在一起，就构成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要读懂教材，不仅在于理清楚教材内容的前后逻辑，还在于结合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基于日常生活史研究成果，笔者在解读材料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重时空素养，一方面渗透历史研究方法，关注与“人”相关的个体行为、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变化，兼顾宏观引领，微观补充，多元化维度对历史现象做出比较合理的分析；另一方面理清辛亥革命前夕社会的整体变迁的脉络，进一步理解辛亥革命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上的重要地位，让学生认识到社会发展是系统化的螺旋式的持续演进，强化学生的民族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观念。总而言之，日常生活史研究重视“人”行为的日常性和综合性，教师教学中要立足教材的宏观建构，增加微观细描的史料叙述，统筹整合，科学输出，更有利于把握历史脉络，实现人生价值。
[作者简介]：田茂刚，中学二级教师，陕西省南郑中学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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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书写不易，教学研究不止，我定当不懈努力。最后再次向以上老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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